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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王　芳　曹一鸣　陈　硕＊

　当前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公众健康与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认为环境问题会随着经
济的发展经历先恶化再改善的过程。然而本文认为政府对环境问题
的重视能够显著提高其环境保护意愿和行动进而对拐点产生影响。
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我们发现环境视察会显著提高地方政府环境
保护支出的数量及比重。因此，本文发现不光促使我们反思经典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情况，也可为我国环境治理及生
态文明建设中的顶层设计思路提供理论注脚。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视察，环境治理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１９．０４．０４

一、引　　言

我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环境污染显
著地损害了经济发展及公共健康，而公共健康水平降低意味着人均预期寿命
缩短，这将对国家发展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上述问题凸显出环境整治的重
要性及迫切性。
针对环境治理最著名的观点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假说。该假说认为收入水平与污染之间为倒Ｕ形关系：在经济发展初
期，收入增加会导致污染上升；当收入继续增长并突破 “拐点”之后，污染
水平开始下降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５；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１９９３）。该理论的
潜在含义是环境问题会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得到解决 （Ｂｅｃｋ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２）。由
于该假说的预测结果被众多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所佐证，很多学者试图检验
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Ｓｈｅｎ，２００６；包群和彭水军，２００６，；蔡昉等，２００８；李
猛，２００９；林伯强和蒋竺均，２００９；宋马林和王舒鸿，２０１１；许广月和宋德
勇，２０１０；张晓，１９９９；赵细康等，２００５）。虽然基于不同样本及估计方法，
这些研究结论大都支持拐点的存在，但拐点到达时间却差别很大。１图１绘制

＊ 王芳，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曹一鸣，波士顿大学经济系；陈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通信作
者及地址：陈硕，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６００号，２００４３３；电话：（０２１）６５６４２３３４；Ｅ－ｍａｉｌ：ｃｓ＠ｆｕｄａｎ．ｅｄｕ．
ｃｎ。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陈硕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７１７７３０２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 （７１３０３０５９）、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 （２０１７－０１－０７－００－０７－Ｅ００００２）以及２０１７年和
２０１８年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Ｉ类高峰计划的资助。文中如有缺失，均为作者责任。
１ 关于这些研究的整理工作，可以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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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１９９１—２０１１年各省人均工业二氧化硫及废水排放随人均ＧＤＰ的变动情况。
拟合的非参数曲线采用Ｆａｎ回归并结合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方法估计得到，竖线则
表示现有代表性文献所预测的拐点位置。然而，通过对比拐点前后的环境指
标后却发现，图中的两个指标，特别是废气指标在拐点之后并没有明显的下
降趋势。彼此矛盾的结果及较弱的预测能力显然不利于对我国环境治理的进
一步理解，从单篇研究中引申出来的政策性含义也需要谨慎对待。同时，从
政策角度而言，相较于拐点的估计，如何让拐点尽快到来也许才是亟待解决
的问题。根据蔡昉等 （２００８）的研究，人均ＧＤＰ达到３９　０１２元 （２０００年价
格，下同）时拐点将会到来。这意味着截至２０１１年，全国仅有北京、上海和
天津三个直辖市通过了拐点。假定ＧＤＰ增速依然维持在７．５％，其他地区全
部通过拐点时间要等到２０３０年。显而易见，当前严峻的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容
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十几年。因此，上述方面促使我们检视库兹涅茨曲线假
说背后的因果机制，而这正是本研究的任务。

图１　人均ＧＤＰ与污染物排放变化及预测拐点位置

注：上图表示１９９１—２０１１年各省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随人均 ＧＤＰ的变动情况，下图则表示

１９９１—２０１１年各省人均废水排放随人均ＧＤＰ的变动情况。竖线表示现有文献所预测拐点出现的位置。

资料来源：《中国环境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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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认为环境质量的改善来自居民偏好的转移。因此，政
府会选择较为宽松的环境政策，导致污染随收入增加而上升。而当经济发展
到一定阶段后，居民会逐渐在意环境质量，政府会相应地实施更为严格的环
境政策并鼓励企业使用更清洁的生产技术。在这一阶段，污染水平开始随收
入增加而下降。上述机制解释了人均收入与污染之间的倒 Ｕ形关系 （Ｋｉｊｉｍ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但是，该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即居民偏好转移能直接
影响政府环境政策。该假设是通过投票过程中的中间选民偏好获得满足的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ｓｏｎ，２００３）。但在我国语境下，该理论对上述关系的预测
以及作用发挥机制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图景。当前，经济绩效依然是我国地方
官员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 （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徐现祥等，２０１１；陈硕和朱
志韬，２０１８）。同时，环境治理也历来是党和政府的发展战略，也是经济发展
的题中之义。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将环境质量纳入当前考核体系以提高基层
政府保护环境的意愿和能力便具有显著的政策含义。本文试图结合经典环境
库兹涅茨理论检验上级政府对环境问题重视程度对地方政府环境支出的影响。
我们的实证结果发现该重视能够显著提高地方政府的环境支出。

我们认为本文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及政策含义。就学术意义来说，首先，
本文讨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成立需要的制度前提及在我国的适用情况。本
文认为在当前语境下，该理论的作用机制更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府对环境的重
视实现的，这些发现促使我们谨慎对待基于库兹涅茨曲线对我国环境问题所
做的预期：忽视经济绩效考核对拐点的影响会导致对当前环境治理严峻程度
的低估，由此获得的治理政策也会偏离社会最优水平进而造成福利损失。其
次，把我国环境问题纳入地方政府行为框架内加以考察，本文结论弥补了现
阶段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利用政治经济学视角对环境
问题加以考察同样有利于学界理解当前地方政府其他公共服务支出的逻辑，
其结论为锦标赛下可能出现的激励扭曲问题提供了经验证据 （周黎安，２００８；

Ｊｉａ，２０１８）。因此，本文的发现可以联系上并借鉴该领域已有研究成果２，从
而推动对该问题的进一步理解。就政策性含义来说，我们认为我国的环境治
理更多需要依靠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思路，中央政府提高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程度，将环境治理纳入官员的绩效考核中，这会有效增加地方保护环境的意
愿和行动。因此，本文的发现可为我国环境治理相关重大目标及战略 （比如
十九大报告中 “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历次五年计划中的节能减
排战略）提供理论注脚。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首先讨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本假设，

并从中引出本文试图检验的假说；第三部分则介绍实证分析需要的数据建构

２ 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还有周黎安 （２００４）、傅勇 （２００８）、丁菊红和邓可斌 （２００８），以及张牧扬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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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第四部分实证检验了视察对环境支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第五部分进
一步讨论在当前语境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决定因素；最后是结论。

二、理论与现实背景

（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与中国现实３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将收入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刻画为一条倒

Ｕ形曲线：环境污染随经济发展水平先上升后下降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５；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１９９３）。该理论认为收入增加带给居民的边际效用随经济发
展递减，而环境改善带来的边际效用却随经济发展递增，因此居民偏好会逐
渐从增加收入向改善环境转移。居民偏好的转移会促使政府采取更加严格的
环境保护政策，进而使得环境质量获得改善 （Ｎｅｈａ，２００２；Ｍａｎｕｅｌｌｉ，１９９５）。

尽管该理论得到了众多跨国证据的支持，但是对于该理论所预期的收入－污
染的倒Ｕ形关系依然存在争议。具体到中国，上文已经提到基于不同数据和
方法得到的结果也很不一致 （Ｓｈｅｎ，２００６；包群和彭水军，２００６；蔡昉等，

２００８；李猛，２００９；林伯强和蒋竺均，２００９；宋马林和王舒鸿，２０１１；许广月
和宋德勇，２０１０；张晓，１９９９；赵细康等，２００５）。理论预测和实证证据间的
不一致意味着该问题具有重新审视的必要。同时，根据该假设做出的预测可
为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因此其在我国的适应性需要谨慎对待。

（二）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理论前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前提及作用机制均设定在选举制环境下：环境
的改善可以通过中间选民偏好的转变而实现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ｓｏｎ，２００３）。

但在我国语境下，该理论对上述关系的预测，特别是其作用机制可能呈现出
不同的图景。下面我们以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ｓｏｎ （２００３）的理论模型为框架阐
明该观点。

假定社会由异质性个体ｉ构成，ｉ在 ［０，１］上均匀分布。个体ｉ的消费水
平ｃｉ 取决于自身的产出能力ｙｉ 及技术类型ｚ，表述为：ｃｉ＝ｚ×ｙｉ＝ｚ×ａ×

ｆ （ｉ）。其中，ｚ∈ ［０，１］是政府选择的技术类型，ａ是外生的社会平均技
术水平。ｆ （ｉ）表示标准化后个体ｉ的生产函数。ｉ越大，其产出越高，即

ｆ′（ｉ）＞０。假定生产函数为边际递减函数：ｆ″（ｉ）＜０。在更一般的意义
上，ｆ （ｉ）可被理解为给定生产技术下个体ｉ获取消费品的能力。
个体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是其产出能力和技术类型的函数，设为

ｙｉ×ｚβ。ｚ越大，单位产出所造成的污染越多。此时，社会总污染水平ｘ 可

３ 这一部分我们感谢主编及审稿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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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为：

ｘ＝∫
１

０
ｙｉｚβｄｉ＝ａｚβ∫

１

０
ｆ （ｉ）ｄｉ＝ａｚβＦ＝ａｚβ， （１）

其中Ｆ 标准化为１。假定环境质量对不同个体的影响也不同：ｉ越大则受污染
影响越小。由此可得到污染对个体的影响：

ｘｉ＝ｘｇ （ｉ），ｇ′ （ｉ）＜０，ｇ″ （ｉ）＝０．
个体最终效用水平取决于其从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和因污染导致的负效用

之和。假定效用函数的形式为：

Ｕ （ｃｉ，ｘｉ）＝
ｃ１－σｉ －１
１－σ

－
ｘγｉ
γ
，σ＞１，γ＞１． （２）

在选举制下，假定个体ｉ∈ ［ｉＬ，１］拥有同等投票权，则政府选择的技

术类型ｚ＊取决于中间选民ｍ 的偏好，ｍ＝
ｉＬ＋１
２
。即ｚ＊ ＝ａｒｇｍａｘ

ｚ
Ｕ （ｃｍ，

ｘｍ）。求解该式的一阶条件为：

Ｕ′ （ｚ）＝ ［ａｆ （ｍ）］１－σｚ－σ－β ［ａｚβｇ （ｍ）］γｚ－１≥０ ． （３）

当ａ＜ａｓ＝ ｛β ［ｇ （ｍ）γ ［ｆ （ｍ）］σ－１｝
１

１－σ－γ时，式 （３）取角点解ｚ＝１。
此时ｃｉ＝ａｆ （ｉ），ｘ＝ａ，居民收入ｃｉ和污染水平ｘ随着社会平均生产水平ａ
同步增长。

当ａ＞ａｓ时，Ｕ′ （ｚ）＝０，有：

ｚ＝ ｛β ［ｇ （ｍ）］γａγ＋σ－１ ［ｆ （ｍ）］σ－１｝
１

１－σ－βγ＜１， （４）

ｃｉ＝ｆ （ｉ）｛β ［ｇ （ｍ）］γａγ（１－β） ［ｆ （ｍ）］σ－１｝
１

１－σ－βγ， （５）

ｘ＝ ｛ββ ［ｇ （ｍ）］βγａ（１－β）（１－σ） ［ｆ （ｍ）］β（σ－１）｝
１

１－σ－βγ ． （６）

式 （４）至式 （６）表明，当生产水平提高到一定阶段以后 （ａ＞ａｓ），全
社会采用更清洁的生产技术 （ｚ＜１）。此时收入ｃｉ随ａ增加，而污染水平ｘ会
随ａ的增加而降低。假定污染物不存在长期积累，可以推导出选举制下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将在社会平均生产水平达到ａｓ时出现。在此框架下，选
举制的中间选民偏好转移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出现的理论前提。

（三）我国语境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改革开放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经济增长逐渐成为官员考核的重
点，也是地方政府需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胡鞍钢，２０１２；陈汉宣等，２０１１；徐
现祥等，２０１１；张军，２００５；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而实证研究已经发现，经济
增长绩效对官员的职业生涯存在显著影响 （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陈硕和朱志
韬，２０１８）。
地方政府除了发展经济之外，还需要履行相应的公共服务职能，提供诸

如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环境保护等公共品。地方政府在这些领域上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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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远远低于基础设施建设：１９９４—２０１１年地方政府在基础建设支出的年增
长率为３７．８４％，而在教科文卫方面支出的年增长率仅为１７．１２％。造成上述
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基于经济绩效的考核制度 （于文超和何勤英，２０１３；Ｊｉａ，

２０１８）。第一，教科文卫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前者的外溢性较大
且回报周期较长，地方官员很难在任期内通过投资教科文卫领域而获得显著
绩效；第二，这些领域在考核中所占比重不大 （王金南和於方，２００９）；第三，
公共服务考核的主体和对象均不明确，换句话说，公共服务考核对地方主政
官员问责力度有限；第四，虽然地方公共服务水平的过度恶化可能影响晋升，
但这种问责实现方式主要体现为孤立且事先不容易预期的个案，这无法对官
员行为产生系统性影响。
上述制度背景意味着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ｓｏｎ （２００３）的理论框架不能直接

适用于我国语境下的环境治理。由于事前制定的量化考核标准较难及时且全
面涵盖所有公共服务指标，导致公众偏好不会必然反映在环境政策上。

假定ｉ∈ ［ｉ　ＪＬ，１］，Ｊ∈ ｛Ｅ，Ａ｝表示选举制 （Ｅ）和其他制度 （Ａ）下

能够实际改变政策的关键人 （ｐｉｖｏｔ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且ｉ　ＥＬ＜ｉ　ＡＬ；ａＪｓ、ｃ　Ｊｉ、ｚＪ、ｘＪ

表示两种制度下拐点出现的位置。借鉴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ｓｏｎ （２００３）的分
析，我们分别将ａＪｓ、ｚ、ｃｉ、ｘ取自然对数，并对ｍ 求导，并假定ｆ′ （ｍ）＝
０，得到：

ｌｎａＪｓ
ｍ ＞０，

ｌｎｚＪ

ｍ
＝
ｌｎｃ　Ｊｉ
ｍ ＞０，

ｌｎｘＪ

ｍ ＞０ ． （７）

上述三个不等式的含义是，拐点是否到来将主要取决于关键人的偏好是
否发生转移。当社会平均生产水平到达或超过ａｓ时，虽然部分公众的偏好已
经转移，但由于制度设计上更偏好于经济增长，环境污染水平仍将随人均收
入的上升而上升。这意味着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并不会出现。

（四）当前环境治理与拐点产生动力

假定ω和η分别代表经济和环境的权重：

Ｕ （ｃ，ｘ）＝ω
ｃ１－σ－１
１－σ

－η
ｘγ

γ
，σ＞１，γ＞１ ． （８）

利用与前文类似的推导方法，我们可以证明ｚ
ω＞

０，即政府对经济发展

的偏好会导致地方采取更加偏向经济发展而非环境治理的政策，比如环境治
理投资和监管的减少。基于此，我们构建出本文第一个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一：上级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偏好会激励地方政府相应降低环境支出

比重。

类似地，我们可以证明ａｓ
ω≥

０且
ａｓ
η
≤０。如果上级政府增加对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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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将直接激励地方政府增加环境治理投入，从而推动污染水平进入下降
区间。基于此，我们构建出本文第二个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二：上级政府对环境的偏好会促进拐点生成。

三、数据来源及相关变量介绍

在本部分，我们将介绍实证分析所需的数据及构建方法。本文使用的样
本覆盖全国２３个省３４６个地级市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的数据。４在实证分析中，我们
分别用 “污染源治理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及 “人均污染源治理投资”来测量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支出，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图２展示了
这两个指标在样本期间全国范围内的变化趋势：在绝对量方面，人均污染源
治理投资绝对水平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间呈增长的趋势，但其增长速度在２００５
年以后明显下降；而在相对占比方面，污染源治理投资占 ＧＤＰ的比重则在

２００５年以后持续下降，到２００７年该比重仅为０．２％。

图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污染源治理投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测量绩效考核中对环境问题重视程度的最优指标是环境治理在整个绩效

考核中所占比重。但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在地级市层面上获得该指标的系统
信息 。作为替代，本文用上级考察内容来测量考核偏好在地区和时间上的差
异，而时空差异是实证检验考核对基层环境治理影响的前提。该指标来自历

４ 样本选择２３个省下辖地级市的原因是自治区和直辖市官员视察数据质量较差。研究时间段选择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的原因是 “环境治理投资”在２００３年之前及２００７年之后均不可得。我们在稳健性检验
部分也增加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省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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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省机关报第一版中所报道的视察信息。５到基层调研和视察是当前我国各

级官员的制度化工作。６就其调研内容来说，调研内容覆盖经济、民生、党建

及突发事件等诸多方面。在样本期内，省委书记和省长分别视察了２　１６７次和

１　９９３次，每次视察平均去到１．２６个城市，涉及事务１．４件次。

图３展示了样本期内的视察内容。平均来说，每年视察数量介于１　０００到

１　３００次之间。就视察内容来说，该图显示视察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占
总视察的４０％以上，且有逐年增加趋势。相比之下，对环境事务的视察占比
则不到５％。

图３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省委书记和省长视察事务分布

注：经济事务包括视察企业、农业和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会展及旅游服务等；

机关和事业单位包括视察行政、公安、司法机构、学校、医院、电视台和报社等；民生和公共品包括

进入农村家庭或城市社区进行慰问、同居民交流等；党建事务包括视察基层党组织建设、参加党组织

生活等；突发事故及灾害包括地震、洪水、旱灾、火灾、泄漏等；环境保护包括视察自然保护区、污

染治理等。

５ 实证分析的样本包含２２个省的地级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视察数据质量不系统，因此没有进入分
析。这些机关报是 《河北日报》《山西日报》《辽宁日报》《黑龙江日报》《浙江日报》《安徽日报》《福
建日报》《江西日报》《河南日报》《湖北日报》《湖南日报》《广西日报》《海南日报》《四川日报》《贵
州日报》《云南日报》《陕西日报》《甘肃日报》《青海日报》，以及 《新华日报》（江苏省）、《大众日报》
（山东省）和 《南方日报》（广东省）。
６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要求 “领导干部要定期深入基层，特别是经济落后、问题较多的地方调查研究”；２０１０年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
于３０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６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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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核心解释变量之外，我们还控制了现有文献已经发现的影响环境治理
的因素：人均 ＧＤＰ及其二次项、总人口、人口密度、城市化率、人均病床
数、财政支出中转移支付占比、第二产业ＧＤＰ占比和人均外商直接投资 （杨
海生等，２００８；Ｆｒｅｄｒｉ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２００２；范子英和张军，２０１３；张征
宇和朱平芳，２００６）。此外，我们也控制了官员的个体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
年龄及任职年限。对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察值数量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人均污染源治理投资 （元／人） １　３４９　 １５７．８　 ３１３．１

　污染源治理投资占ＧＤＰ比重 （％） １　３４７　 ０．８１９　 ０．８３２

核心解释变量

　视察经济次数 （次） １　３９５　 １．８８２　 ２．２７１

　人均ＧＤＰ （万元） １　４０４　 １．５８３　 １．３３７

社会经济指标

　总人口 （万人） １　４０９　 ３９８．４　 ２２９．３

　人口密度 （人／平方千米） １　４０９　 ４００．３　 ２９４．７

　城市化率 （％） １　３８５　 ３３．５９　 １８．２２

　人均病床数 （张／万人） １　４０８　 ２７．０８　 １２．６２

　转移支付占比 （％） １　４０９　 ５０．０１　 ２１．８２

　工业产值占ＧＤＰ （％） １　４０６　 ４７．１１　 １１．８１

　人均外商直接投资 （万美元／人） １　３４７　 ０．００７８４　 ０．０１８６

官员个人特征

　年龄 １　３０６　 ５１．４６　 ３．７６６

　受教育程度 １　１２５　 ６．８０５　 ０．７２５

　任职年限 １　４０５　 １．７７５　 １．６４９

四、实证证据

我们在这一部分将实证检验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假说一：上级政府对地

方政府经济发展的偏好会导致地方环境支出比重的降低。



９０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９卷

（一）上级经济视察和环境支出

考虑视察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支出的线性关系如下：

Ｙｉｔ＝α＋β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ｉｔ＋γＸｉｔ＋δｉ＋μｔ＋εｉｔ， （９）

其中，ｉ表示地级市，ｔ表示年份，Ｙｉｔ为 “人均污染源治理支出”及 “污染源

治理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ｉｔ表示被视察的次数。Ｘｉｔ表示一系列随时

间和城市改变的控制变量，包括社会经济指标及官员信息。δｉ为时间不变的

地级市固定效应，用以捕获那些同时影响视察及环境支出且不随时间变化的

因素。μｔ为地市级不变的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捕获那些影响所有样本的因素，

如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等。εｉｔ是其他可能起作用但是没有被模型捕获的

因素，按照假设应该随机分布于本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对式 （９）的 ＯＬＳ估计见表２，其中模型 （１）和 （２）的被解释变量为

“人均污染源治理投资”的对数形式，模型 （３）和 （４）的被解释变量为 “污

染源治理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模型 （１）的估计结果显示上级视察经济事务

的次数与人均污染治理投资存在显著负向关系：视察每增加一次，人均污染

源治理投资会下降６．５％，并且在９５％的置信区间上显著 （Ｐ 值为０．０４９）。

在模型 （２）中，我们进一步控制了官员特征。模型 （２）的估计系数意味着

该负向效果导致人均污染源治理投资减少了１２．０元，全国污染源治理投资总

额减少１５７．７亿元。采用 “污染源治理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

得到的结果与模型 （１）和 （２）类似。此外，我们发现人均ＧＤＰ及其二次项

对于污染源治理投资均没有显著影响，说明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增加污染源

治理投资。上述结果可能存在的缺陷在于数据样本周期过短，这会导致潜在

的外推有效性问题：运用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数据得到的结论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四

十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环境治理的进程，也无法直接推广到２００７年节能减排等

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以后的情况。然而，考虑到官员考核在２００３年以前及２００７
年以后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我们认为本文的实证发现仍具有一定的可推广

性。７很多近年来已知的环境改善案例的确依靠上级政府对环境的强调和大力

推动得以实现。比如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和２０１４年 ＡＰＥＣ会议期间国家出台

一系列控制污染的强力措施保障了大型活动期间的空气质量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Ｓｕ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尽管如此，为了直接应对该问题，我们用同样逻辑

７　２００６年及之后出台的官员治理相关中央文件包括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２００６）、《党政领
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 （２００６）、 《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 （试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 （２００９）、 《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
定》 （２０１４）、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２０１４）及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２０１９）。这些文件体现了我国官员考核制度的不断完善及体系化趋势。



第１期 王　芳等：反思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９１　　　

建构了省级层面的被视察数据并估计了视察次数对环境支出额及比重的影响

［表２第 （５）和第 （６）列］，结果依然发现经济事务相关视察与污染源治理

投资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

表２　视察与环境保护：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人均污染源治

理投资对数

人均污染源治

理投资对数

污染源治理

投资占比

污染源治理

投资占比

人均污染源治

理投资对数

污染源治理

投资占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视察次数 －０．０６５＊＊ －０．０８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人均ＧＤＰ　 ０．１４６　 ０．７３１＊ ０．０２６　 ０．２４２　 ０．２６８＊＊ ０．５３６＊＊

（０．３４３） （０．３８３） （０．１９９） （０．２４１） （０．１１０） （０．２５１）

人均ＧＤＰ （二次）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１） （０．７２５）

常数项 １．６９１　 ４．６７０　 １．７３８　 １．９２７　 １３．２６５＊＊＊ ５．３２０＊＊＊

（４．２３１） （３．５０３） （１．５８８） （２．３７５） （２．３６８） （０．３５８）

官员个体特征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观察值 １　０３０　 ７８９　 １　０３０　 ７８９　 ４２７　 ４２７

Ｒ２　 ０．３０９　 ０．３３０　 ０．１４６　 ０．１８０　 ０．４２３　 ０．５０３

　　注：所有回归包含全省视察总数、社会经济指标、官员个人特征、城市及年份固定效应，其中社

会经济指标包含总人口、人口密度、城市化率、人均病床数、转移支付占比、工业产值占比和人均外

商直接投资；官员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和任职年限。括号中的数值为 Ｈｕｂｅｒ稳健标准误；估计

方程残差项允许在同省内相关。＊、＊＊、＊＊＊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上述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可能受到环境支出持续性的威胁：上一期环境支
出可能直接影响当期环境支出，导致估计结果不一致。我们采用基于动态面
板数据的ＧＭＭ估计方法加以处理。该方法的有效性依赖于一系列条件：第
一，动态面板中的截面个数必须远大于时间维度个数，该条件与本文数据结
构相符合；第二，残差项的一阶差分Δεｉｔ存在显著的一阶相关及不显著的二
阶相关，这一点可以利用Ｂｏｎｄ （２００２）提供的Ｍ１和Ｍ２统计值检验；第三，

需要满足工具变量有效性的矩条件，对此我们利用 Ｈａｎｓｅｎ　Ｊ统计量检验，该

检验的原假设是工具变量和残差项矩条件向量的样本均值
１
ＮＺ′Ｅ

︵是围绕０的随

机分布。
表３报告了利用动态面板模型ＧＭＭ方法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 （１）和

（２）采用 “人均污染源治理投资”的对数形式作为被解释变量，模型 （３）和
（４）采用 “污染源治理投资占 ＧＤＰ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在模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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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控制了社会经济指标和官员个人特征，并在模型 （２）中进一步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新的估计结果依然显示视察次数和污染治理投资间存在显著
负向关系。采用 “污染源治理投资占 ＧＤＰ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
（３）和模型 （４）同样得到类似结果。８这些估计结果均与基准模型估计结果一
致，验证了经济视察与环境支出之间负相关系的稳健性。

表３　视察与环境保护：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方法

人均污染源治

理投资对数

人均污染源治

理投资对数

污染源治理投

资占ＧＤＰ比重

污染源治理投

资占ＧＤＰ比重

（１） （２） （３） （４）

视察次数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视察次数 （滞后一期）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人均ＧＤＰ　 ０．６９９＊＊＊ ０．４７９＊＊ ０．０９５ －０．２１６

（０．２０１） （０．２１２） （０．１５７） （０．２０７）

人均ＧＤＰ （二次）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观察值 ７０６　 ７０６　 ７０６　 ７０６

Ｍ１检验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Ｍ２检验Ｐ 值 ０．７８０　 ０．７１２　 ０．７２８　 ０．９７５

Ｈａｎｓｅｎ　Ｊ检验Ｐ 值 ０．２２７　 ０．３０５　 ０．２０１　 ０．０８２

　　注：所有回归均包含全省视察总数、社会经济指标和官员个人特征 （详见表１）、城市及年份固定

效应。括号中的数值为 Ｈｕｂｅｒ稳健标准误；估计方程残差项允许在同省内相关。＊、＊＊、＊＊＊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Ｍ１和 Ｍ２检验Ｐ 值表明模型一阶序列相关二阶序列不相关条件成立；

Ｈａｎｓｅｎ　Ｊ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有效矩条件成立。

（二）其他机制讨论

官员视察对环境治理投资的影响还可能存在其他替代性解释：视察可能
通过改变两级政府间财政分成比例或转移支付数量改变地方可支配资源总量，
进而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支出 （范子英和张军，２０１３；李永友，２０１７）。在
本小节，我们首先排除视察影响地方可支配资源的机制，然后进一步为激励

８ 这些估计结果的有效性要求模型满足ＧＭＭ方法的三个适用性条件。第一，本文数据符合截面个数
远大于时间维度个数的要求，满足方法有效性的第一个条件；第二，在所有模型中，Ｍ１检验Ｐ 值均
远小于０．０５，Ｍ２检验Ｐ 值均远大于０．０５，表明残差项一阶差分存在一阶相关且不存在二阶相关，满
足ＧＭＭ方法有效性的第二个条件；第三，Ｈａｎｓｅｎ　Ｊ检验结果均表明工具变量有效性条件成立，满足
ＧＭＭ方法有效性的第三个条件。因此ＧＭＭ方法适用性条件均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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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提供证据。

我们通过两种方法排除视察影响地方可支配资源的机制。首先，我们直
接检验视察是否会影响地方获得的转移支付。结果报告在表４第 （１）列，其
中被解释变量是转移支付占财政收入比重，模型其他设置与表３一致。我们
发现视察并没有对转移支付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该机制不能成立。其次，我
们利用环境治理以外其他类别支出的变化来检验上级视察究竟改变了地方支

出规模 （收入效应）还是支出结构 （替代效应）：如果视察影响了可支配资源
规模，我们应当预期经济建设和公共品投资均减少；相反，如果视察改变了
激励而非资源规模，我们应当预期更多的经济建设和更少的公共品投资。表４
第 （２）至 （５）列检验了这两个预期，其中第 （２）、 （３）两列的被解释变量
为经济发展相关指标，第 （３）、（４）两列则考察视察对教育支出及社会保障
支出增长率的影响。估计结果证实了上述预期。这一结果表明，环境治理投
资的下降更有可能是激励而非资源规模变化的结果。

表４　视察、经济发展和其他公共服务支出：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方法

转移支付

占比 （％）
ＧＤＰ增

长率 （％）

建成区面积

增长率 （％）

教育支出

增长率 （％）

社会保障支

出增长率 （％）

（１） （２） （３） （４） （５）

视察次数 －０．３８６　 ２．３１５＊＊＊ ９．５０２＊＊＊ －２．３４３ －１０．２６０

（０．４７０） （０．７１１） （３．１５４） （３．７４２） （７．１２６）

人均ＧＤＰ －２０．１７８＊＊ －５．３２７　 ２８．８０７＊＊ ０．２３３　 ６７．４０４

（３．３９６） （３．５６２） （１２．９０５） （１４．６９３） （４６．８３１）

人均ＧＤＰ （二次） １．４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常数项 ８７．０６８＊＊＊ １１６．５９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６５．８９６

（１１．４５７） （１８．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３１．０２１）

被解释变量滞后项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６６７　 ６７２　 ５７０　 ６４３　 ３４５

ｍ１检验Ｐ 值 ０．３５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９　 ０．６０８ ．

ｍ２检验Ｐ 值 ０．５６１　 ０．０１６　 ０．２１７　 ０．３０６ ．

Ｈａｎｓｅｎ　Ｊ检验Ｐ值 ０．０３２　 ０．１５７　 ０．１２６　 ０．５２７　 ０．２０７

　　注：所有回归均包含省视察总数、社会经济指标和官员特征 （详见表１）、城市及年份固定效应。

括号中的数值为 Ｈｕｂｅｒ稳健标准误；估计方程残差项允许在同省内相关。＊、＊＊、＊＊＊分别表示在１０％、

５％、１％的水平上显著。Ｍ１和 Ｍ２检验Ｐ 值表明模型一阶序列相关、二阶序列不相关条件成立；

Ｈａｎｓｅｎ　Ｊ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有效矩条件成立。

我们利用官员异质性为官员激励机制提供进一步证据：如果官员视察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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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环境支出背后的机制是晋升激励的话，我们应当预期视察的作用大小进一
步取决于官员异质性，即晋升机会越大的官员对经济视察激励做出的反应越
强。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进一步引入经济视察和两个哑变量的交互作用，
其中两个哑变量分别在官员任期超过３年和年龄超过５２岁时取１，其余取０。
表５中显著正的交互项系数意味着该预期成立。考虑到这两个指标对于年龄
在５２岁以下官员主政城市的点估计系数分别为－１２．１和－０．０６４，上述结果
意味着基准估计中视察对污染治理投资的负向作用几乎都是由那些官员年龄

在５２岁以下的城市所贡献。另外一个捕捉晋升可能性的任期变量，其和视察
的交互项同样展示出相似的结果 ［见表５第 （３）、（４）列］。

表５　视察和任期、年龄的交互作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人均污染源治

理投资对数

污染源治理投

资占ＧＤＰ比重

人均污染源治

理投资对数

污染源治理投

资占ＧＤＰ比重

（１） （２） （３） （４）

视察次数×大于５２岁 ０．１１８＊＊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４）

视察次数×超过３年 ０．１２４＊＊ ０．１１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９）

视察次数 －０．１２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０）

人均ＧＤＰ　 ０．１２１　 ０．０１９　 ０．１５１　 ０．０２７

（０．３４１） （０．１９９） （０．３４２） （０．１９９）

人均ＧＤＰ （二次）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年龄大于５２岁 －０．２２３＊ －０．１４７＊

（０．１３１） （０．０７９）

任期超过３年 －０．１２２ －０．０９６

（０．１５９） （０．０８６）

常数项 １．８２９　 ２．１４２　 １．８９２　 ２．２６０

（４．２５７） （１．６１０） （４．２２７） （１．６１２）

观察值 １　０３０　 １　０３０　 １　０３０　 １　０３０

Ｒ２ ０．３１４　 ０．１５１　 ０．３１２　 ０．１５５

　　注：所有回归均包含全省视察总数、社会经济指标和官员个人特征 （详见表１）、城市及年份固定

效应。括号中的数值为 Ｈｕｂｅｒ稳健标准误；估计方程残差项允许在同省内相关。＊、＊＊、＊＊＊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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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拐点产生动力

探讨拐点形成的决定因素依然具有显著的理论和政策含义。本部分试图
检验本文提炼的假说二：经济视察阻碍拐点生成，环境视察促进拐点生成。

（一）经济视察与拐点形成

为了检验经济考核对拐点的影响，我们将样本按经济视察频率分为两部
分：平均每年经济视察大于１次的地区以及不超过１次的地区。前者称为
“强经济激励”地区，后者为 “弱经济激励”地区。利用非参方法，我们分别
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的样本中估计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其中环境污
染用人均废水排放度量。图４展示二者的散点关系及拟合曲线，其中Ａ为弱
经济激励地区样本，Ｂ为强经济激励地区样本。从该图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
增长和环境的倒Ｕ形关系只存在于那些上级经济激励较弱的地区。而在经济
激励较强的地区，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水平则呈单调递增关系。图４的结果
表明经济激励对环境拐点生成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该发现支持了郑
思齐和孙聪 （２０１２）以及Ｚ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Ｋａｈｎ （２０１３）关于官员晋升锦标赛会导
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向右上方平移的观点。这些发现也促使我们谨慎对待基
于库兹涅茨曲线对中国环境问题所做的预期：忽视经济绩效考核对拐点的影
响会导致对当前环境治理严峻程度的低估，由此获得的治理政策也会偏离社
会最优水平进而造成巨大的福利损失。

图４　经济视察频率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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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视察与拐点形成

类似地，我们同样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的样本估计了上级环境偏好对环境
支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绘制了环境视察与拐点的关系 （图５）。我们发现
在那些没有环境视察的地区，拐点位于人均ＧＤＰ　２３．８１万元左右；而在那些
有环境视察的地区，拐点预计在人均ＧＤＰ　６．０６万元时便会出现。９假定人均

ＧＤＰ增长率维持在７％，该结果意味着同无环境视察地区相比，有环境视察
地区拐点出现时间可以提前２０年。因此，尽管我国语境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理论的假设不一致，但它同样能够为我国环境的改善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１０

图５　环境视察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环境治理历来是党和政府的发展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良好
的环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

２０１７）。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将环境质量纳入当前绩效考核体系以提高基层政

９ 由于强经济激励地区无法估计出拐点，我们将样本限制在弱经济激励地区。
１０ 当然在具体施行过程中，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矛盾，实现相容性发展尤为重要。此时
一种可行的方案是利用地区间的异质性：可以在高科技城市或旅游型城市试点环境考核 （Ｚ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Ｋａｈｎ，２０１３）；另一种方案是将环境保护的事权上收至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负责规则制定和治理投资
（丁菊红和邓可斌，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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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保护环境的意愿和能力具有显著的政策含义。理论上，关于经济发展和环
境保护关系最有影响力的论点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该观点认为环境质量的
改善来自居民偏好的转移，而后者则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拐点。我们认为在
我国语境下对上述关系的预测将呈现出不同的图景。本文认为上级政府对环
境问题的重视能够显著提高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能力及偏好。
我们利用上级视察地方经济事务频数作为政府对辖区经济增长偏好的代

理，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上述假设。首先，本文发现经济考察的
确会降低地方政府的环境支出水平及比重。基于广义矩估计方法，将官员视
察内生性问题及被解释变量滞后性纳入考察范围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其
次，本文发现上级对辖区环境的视察的确可以增加地方环境保护支出。这说
明在考核中纳入环境因素能有效增加地方保护环境的意愿和行动。不管是十
九大报告中 “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还是历次五年计划中
的节能减排战略，均体现出我国环境治理策略由上至下顶层设计的思路。因
此，本文结论为这些目标和战略提供了理论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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